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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历 程 视 域 下 的 贫 困 风 险 与
资 产 建 设

邓 锁

摘 要: 我国反贫困战略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这要求我们必须更好

地理解和应对脆弱人群生命历程的贫困风险，强化动态性贫困治理。资产建设的政策理

念对此有积极启示。资产建设具有制度性、发展性及终身性的政策内涵，有助于形成包容

性、跨越生命历程的社会保护。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极大形塑了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

特征，资产拥有日益成为累积性贫困分化的重要影响机制。在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资产

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应关注政策实践的文化敏感性; 另一方面还应强调救助保护与资产发

展的整合，通过创新性政策设计强化反贫困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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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贫困与不平等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得益于

改革开放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有意识地推动扶贫政策行动的结果。尤其

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反贫困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反贫困战略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

活转向更好地应对多维度的动态贫困与不平衡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大的不

确定性，也无疑对反贫困事业进程带来较大影响。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家

和地区都迫切地需要加强合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脆弱人口的生计与社会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开发式扶贫到精准脱贫的政策推进，体现了政府对贫困复杂性的更深入

理解。脱贫攻坚行动不仅关注贫困户的兜底保障，也更加强调贫困者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加强脱贫与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结合。不过，在经济社会的新发展阶段，贫困及低收入人

群面临的脆弱性更加多元，外部的社会系统风险可能与个体家庭的生命历程风险相互交织，带来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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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发展的更多不确定性。这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静态的、群体性的贫困后果研究转向动态的、个体

生命历程发展的贫困风险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调整反贫困相关的政策与实践。
资产建设是伴随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而产生的新的社会政策理念，对理解和应对动态贫困

风险问题有积极启示。资产是一种稳定的资源及其关联能力聚合，储备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

是原初的生存保障观念。在传统社会中，这一功能主要通过家族共同体的互助得以实现。工业化

时代，受到劳动力商品化的剧烈冲击，传统的家庭保护逐渐地被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制度性保障

机制所取代。不过谢若登( Sherraden) 指出，工业化时代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分化性，面向穷人的

福利政策局限于满足其当下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往往形成负向的发展激励，无法抑制或消除贫困的

再生产。①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和多元，资本的收益率超过劳动收入增

长率，社会财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② 资产贫困同时与性别、种族、阶层等社会分化机制相互交

织③，加剧了已有的社会不平等，可以说是当前许多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主要体现。资产建设研究

者由此呼吁发展普适性的资产社会政策，激励穷人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资产积累。研究者倡导运用

具有创新性的政策进行干预，如个人发展账户、儿童发展账户以及金融社会工作服务等，促进穷人

实现实质性的发展目标，包括住房拥有、教育获得、就业创业及社区发展等。④ 资产建设的思想也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得到现实回应，在社会救助、儿童福利、住房等政策领域有较多探讨; 资产建设理

念还与金融社会工作相结合，在反贫困、青少年以及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研究关注点。⑤

尽管既有研究揭示了资产拥有机会和能力能够带来积极的发展效应，但总体而言还缺乏对资

产建设与生命历程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分析。研究者较多从“收入-资产”二分框架展开讨

论，忽略了资产建设对个体和家庭动态生命历程累积性分化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社会政策在应对

贫困风险上的关联性。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以及从 20 世纪中期逐渐开启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进程，极大改变了个体和家庭的生命历程轨迹，是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的主要推动因素。中国的经济

社会转型迥异于西方国家，但“压缩现代性”社会变迁也极大形塑了个体的生命历程特征。⑥ 一方

面，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拓展了更加多元的个体发展机会，促进了城乡家庭资产的积累; 另一方面，

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交互影响导致累积性的不平等后果，使得贫困的发生具有越来越

鲜活的生命印记。⑦ 在此背景下，社会政策不能只是在贫困的下游进行补救式干预，而必须要有一

定的预防性和前瞻性，以适应社会成员更为异质化的生命历程特征，这是资产建设相关政策与服务

实践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本文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解析资产建设理念的内涵，并结合我国

社会转型与制度文化情境的特殊性，探讨资产建设对于未来反贫困政策发展的启示。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生命历程转向

( 一) 生命历程转变下的西方社会福利政策

生命历程的概念借鉴了发展心理学对于人的生命发展阶段分析，将个人成长视为从出生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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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过程，包括幼儿期、青春期、成人期和老龄期等。朗特里( Ｒowntree) 最早对

英国伦敦的贫困状况进行系统分析，他关注到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呈 W 形态分布的贫困风险，即儿

童期、初为父母期和老年期呈现出更高的贫困可能性。然而，早期贫困生命周期的研究并没有看到

不同生命阶段的关联性，也没有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历史、制度变迁等之间的影响

关系。①

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启发和影响，埃尔德( Elder) 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时期儿童的生命历程，将重

点放在特定危机历史情境下的家庭与群体行为。他认为家庭乃是社会变迁和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

最重要连接，家庭能够适应外部变迁的要求和期望，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应对危机。② 随后的研究者

将年龄的概念引入进来，指出社会变迁源于个体年龄增长与社会结构变化之间无法保持同步，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同期的更替。③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纵贯数据的发展为生命历程相关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基础。除了年龄外，生命历程研究者还提出其他的核心概念如事件、轨迹、过
渡等，生命历程既包括个体生命阶段的横向连接，也包括纵向个体生命轨迹所嵌入在宏观社会历史

发展的时间和空间。④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贫困，要求关注贫困发生的个体成长与发展的整体性

脉络。贫困被视为伴随着连贯性生命历程发展、个体与外在结构性力量相互影响的累积劣势结果，

初始的不平等与机会结构和历史处境相结合，共同影响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积累资源的能力。⑤ 由

于童年期与成年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早期生活的不利境地可能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尤其值得关

注。已有关于生命历程中的累积劣势发生机制的经验研究为反贫困干预带来积极启示。
欧洲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与美国有一定差别，强调关注生命历程的制度建构，特别是福利国家

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形塑。以往对代际流动、年龄分化的研究常常忽略国家的角色，而生命历程的制

度化视角将宏观的国家制度安排与过程和个体层面的生活历史动力连接起来。在现代福利国家

中，个体的生命阶段特征界定着其获得福利权利的资格，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都和个体的年龄及

生命历程阶段转换息息相关。个体的生命历程发展由此体现出时间化、时序化、个体化以及薪资劳

动系统等特征。⑥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也改变了贫困发生的特征及其应对方案。在充分就业和稳定

性别分工的生命历程中，贫困是暂时的，福利政策的目的是缓解短期性的就业收入损失。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其中既包括经济层面全球化引

起的劳动力市场变迁，也包括政治层面如民族-国家权威下降，以及社会层面中女性主义兴起、生育

率下降及文化多元性等。⑦ 贝克( Beck) 认为风险是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从制度性的

管辖空间转移到个体性的个人决策领域，使得个体直接暴露在风险全球化的处境中，并产生了新的

不平等。⑧ 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不再是与工人阶级相伴随的特征，而成为更多人的生命历程经

验，尤其是儿童、女性以及单亲家庭等脆弱人群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
风险社会的变迁对于制度化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冲击，从儿童阶段、成年阶段以及老年阶段之

间的结构性界线都产生了“去制度化”的趋势。⑨ 传统的社会保障机制也由此面临着巨大挑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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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家被要求重建适应生命历程变迁的新社会保护机制。20 世纪后期，社会政策领域中的社会投

资和社会发展理念兴起，更加强调社会政策的预防性和前瞻性，从综合的、被动的福利提供转向突

出个体的责任以及积极化，人生早期开端的社会投资被认为可以带来更加持续的社会保护。个人

社会服务则发挥着风险管理的功能，协助脆弱人群应对不同生命阶段的过渡问题，加强生命历程的

连贯性。① 资产建设理念强调人生长期发展的福利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

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转向。② 但面临着全球风险社会的转型，西方国家生命历程个体化与制度化

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不同国家资产社会政策及其效果也体现出很大差异。
( 二) 资产建设与生命历程的风险应对

资产建设理念倡导福利政策从工业化时代的“收入-消费”转向“资产-发展”框架，促进穷人的

长期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应对生命历程风险的积极福利观。基于相关研究及政策实践，笔者认

为，资产建设对于生命历程社会保护的意义主要体现于其制度性、发展性及终身性三个层面的政策

内涵。
首先，资产建设理念强调使穷人获得制度性的资产积累机会，从而扭转其累积劣势的结构化力

量。许多研究指出，家庭资产拥有是一个重要的累积性分化机制，资产不平等会进而加剧其他的社

会分化后果，包括健康、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劣势。比如，基于美国数据的家庭资产研究显示，资产拥

有及其持续期影响不同年龄同期群的健康，会加剧累积劣势的效应。③ 资产带来的贫困分化后果

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福利政策有关，在家计审查式的政策下，穷人常常面临着资产临界点的限制。
资产社会政策并非不存在，如一些有关购房、土地出租、税收补贴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很多是排斥

性的，设有较高的进入门槛，穷人并不一定能从政策中广泛受益。收入维持性的救助政策强调救急

救穷，但缺乏一个让穷人可以积累优势的结构机制。资产社会政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储蓄资产本

身，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有机会积累资产的制度进入渠道，使穷人能够突破个人生命历程阶段中的

“瓶颈”，进而摆脱贫困恶性循环。资产建设研究者强调政策的制度主义后果。在传统的福利政策

下，穷人好比是在一个不公平规则的赛场中参加比赛，失败结局早已注定。而以促进穷人资产发展

为目标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通过导向性的政策、项目以及服务等，为穷人提供可及性、信息、激励、
期待、限制以及安全保障等制度激励。如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制度激励机制下的住房政策会带来迥

异的家庭资产发展效应。④ 在现实世界中，资产建设的政策常常体现的是一个制度组合，通过实践

中的政策与服务创新，以实现反贫困的更好成效。
其次，资产建设理念强调关注人生长期社会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短期消费和福利满足。从阿

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可行能力概念来看，资产比收入有更加充分的信息基础，可以作为个

体功能性活动的重要维度。⑤ 早期贫困研究主要使用收入作为测量指标，但随着资产的引入，贫困

的结构性和动态特征能够得到更好地反映。相对于收入贫困来说，资产贫困体现了时间性和发展

性的维度，是一个分析长期贫困的有用概念。哈夫曼( Haveman) 和沃尔夫( Wolff) 将资产贫困界定

为家庭缺乏充足的资产满足其困难时期的基本需要，“一定时期”一般被设定为三个月，以反映家

庭资产对于收入缺失的缓冲作用。⑥ 在社会发展领域，资产的概念更加丰富，不仅包含了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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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也包括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适用的土地、牲畜、农业生产设施、生产工具等维度。① 国际发展

署与英国发展研究研究所提出可持续生计框架，更以家户为单位纳入了比较宽泛的自然资本、物质

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类别。② 将资产与生计策略连接起来能够帮助我们从个

体、家庭生命历程的动态视角更好地理解贫困者的可行能力。同样，这里的资产积累所关注的并非

是资产本身，而是从资产到可行能力与社会发展的转化。不过，如何识别不同类型资产的发展性特

征也是干预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最后，资产建设理念强调建构从人生早期阶段开始的终身性社会政策。从生命历程发展的连

续性来看，童年期与成年期相互关联，早期人生阶段的贫困会带来长期发展损害。与成年人贫困不

同，儿童贫困具有与其特定年龄阶段相关联的需求特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多维度儿童贫困

的测量方法，从营养、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受保护等多个维度来测量儿童受到剥夺的状况。③ 儿

童贫困的多维度特征使得单一性的政策干预往往收效不大，通过现金转移支付与社会服务等整合

性的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合力。在过去 20 年里，基于资产建设理念的儿童发展账户项目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广泛应用，体现了跨越生命历程的整合干预特点。儿童发展账户是政府、家
庭或社会服务机构为儿童设立的储蓄性或投资性的金融账户，以加强对儿童的经济保护，促进实现

其长期发展目标，如大学教育、住房拥有和就业等。④ 儿童发展账户也常常与促进儿童发展的家庭

服务、教育和金融能力干预结合起来。在理想情况下，儿童发展账户可以与大学教育储蓄、医疗保

险、社会保险等相互关联，构成覆盖社会成员全生命历程的社会保护。
综上可见，资产建设并非着眼于回应短期的、暂时的贫困后果，而是在生命历程转变进程中，试

图应对结构性的贫困风险，建立具有发展性的长期政策体系。不过，由于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制度文

化传统的差异，对于资产概念的理解、资产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之间如何更好地整合等还需要进一

步深化研究。毫无疑问，资产社会政策及其实践并非万灵药，它仍然无法充分回应风险社会下日趋

复杂化的社会发展挑战。但是，资产建设研究将资产 /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带入到社会政策领域中，

体现了对于新的全球化时期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重要关注，对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跨越生命历

程的社会保护体系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贫困风险与资产建设

( 一) 变迁中的生命历程与贫困风险

个体的生命历程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中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极大形塑

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轨迹，也使得贫困的个体化与家庭化趋势更加凸显。家庭资产拥有对个体

生命历程的累积性贫困分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我国计划体制时期，个体的生命历程卷入集体化的进程中。国家深度介入基层社会，对传统

家族组织、家族伦理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单位制、人民公社等一方面作为社会控制的机制，

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较低的人口流动以及总体性的社会结构特征，使

得计划体制下的个体生命历程在较大程度上被制度化。⑤ 同时，低水平、广覆盖以及相对均等的社

会福利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贫困社会问题，个体家庭由于依附集体保障机制而缺乏累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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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机会，国家的社会救助政策主要表现在对于少部分困难人群，如“五保户”，或者自然灾难发

生后的救济行动。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去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个体生命历程的选择自由

大大增加。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通过进城务工获得收入，新的制度安排

提供了不同位置个体的生活机遇，也导致了基于个体化职业路径与获得机制的不平等后果。① 而

在家庭内部，年轻一代收入获得能力的增强带来家长权威的衰落和子女权力的增长，呈现“下行式

的家庭主义”为特点的社会个体化进程。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家庭与人口结构呈现双重变迁的特征，表现为家庭

规模持续缩减、家庭结构趋于简化、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等。③ 面对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医

疗、教育和住房等的压力，家庭的工具性以及情感性的支持都变得更为重要。在捆绑式的家庭福利

体制下，家庭甚至可以被视为不确定风险社会中个体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④ 这种“再家

庭化”趋势也带来了分化性的风险后果，家庭成为个体应对外部不确定风险的依附，这对于家庭经

济资源、发展策略和决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缺乏外部各种资源支持时，脆弱家庭往往面临很

大的贫困风险。
在生命历程变迁的背景下，贫困轨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化与家庭化趋势，这也影响到我国

扶贫政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战略从区域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扶贫逐渐转向精准扶

贫，各项扶贫措施要求更加精准地回应到贫困户的需求，提升其脱贫发展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

反贫困一方面要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等措施实现贫困户救助兜底，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动态的贫

困发生过程，尤其是脆弱人群的生命历程事件、轨迹以及过渡等可能带来的贫困风险。儿童 /青少

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等不同生命阶段节点之间的转换是致贫风险的重要原因。⑤ 从童年期到成

年期转换的贫困风险主要集中在教育及就业维度。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以及其教育救

助等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有效降低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

率。但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仍然比较明显，贫困边缘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很重，如一些研究所发

现，部分低收入家庭缺乏支持孩子完成更高程度教育的经济资源，子女教育成本常常导致家庭陷入

支出型贫困。⑥ 从教育到就业阶段的转换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个体就业能力

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如何更好地实现匹配。在信息化与后福特主义时代，非常态的雇佣关系日益普

遍，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增加。在青年人口中，就业能力不足、缺乏经济支持及就业保护

等都可能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产生“啃老族”现象。此外，成年期到老年期的转换也容易带

来贫困风险，它主要表现在老年人退休之后收入减少、家庭成员关系、居住安排等方面的变化可能

使老人遭遇经济剥夺风险。在数字化与金融化日益加剧的时期，老年群体金融知识和技能的缺乏

也可能使其面临金融排斥和财务风险，从而带来老年贫困。⑦

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贫困经历具有不同的时间性形态，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在恰当时间( tim-
ing) 中的干预能够获得更好的成效。⑧ 当然，个体和家庭并不是被动地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它们也

具有其能动性，并通过各种选择性的策略来应对外部冲击。反贫困干预应强调如何激发个体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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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发展能力，协助其预防和化解生命历程重要阶段的贫困风险。传统的反贫困干预主要指向突

发性或暂时性的贫困，并没有能够很好应对伴随生命历程变迁的延续性贫困问题。① 从生命历程

视角考察社会变迁对于贫困风险的影响，要求我们同时关注反贫困措施的及时性和持续性。如在

疫情影响下，脱贫不稳定户和贫困边缘户需要获得及时帮扶，但同时还应建立解决其致贫、返贫的

长效保护机制，“扶上马送一程”，动态跟进和监测家庭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可能遭遇到的贫困风险。
此外，各项脱贫与社会保障措施还应当打破身份、地区以及年龄阶段的政策接续等障碍，具备更大

可及性与灵活性。在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变迁中，资产建设着眼于持续性与长远社会保护，其与兜

底保障措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 二) 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下的资产建设及本土实践

在中国制度文化情境中讨论资产建设还必须关注伴随生命历程变迁的社会政策特点及文化敏

感性，这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及本土实践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资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体现于对民生和良好社会秩序的追求。《管

子·牧民》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

无恒心”，并提出“制民之产”的治理之道。在中国家本位的文化中，家庭是资产拥有与发展的基

础，传统家庭是一个“同居共财”的社会单元，它具有家庭成员共同消费、收入一体以及共同居住等

特征。② 家长是家庭生产单位和事业的经营者，也是家庭财产的占有和支配者。基于代际伦理的

财富转移是家庭财产延续的主要渠道，也是父权家长制再生产的过程。③ 家庭资产及其使用的方

式还反映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的伦理责任，如完成子女教育、帮助子女完成婚姻大事、赡养老人、给老

人送终、人情往来等，体现一种“过日子”的家庭生活逻辑。④ 许多研究也指出，尽管经济社会变迁

深刻影响着家庭形态和伦理，但家庭作为基础社会单位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

也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家庭主义的行动逻辑中。当前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家庭主义特征仍然明显，

父母子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呈现出相互依赖的代际共生模式，如父母在子女购房、置产等有

关家庭重要的资产决策中有很强的参与，代际之间具有一种协调博弈的特殊团结关系等。⑤ 这都

说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资产建设并非纯粹的个体行为，而更大程度体现为家庭关系为基础、
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选择。这种家庭主义特征对于资产建设及金融社会工作等相关的干预

实践有积极的启示，比如基于小额信贷模式的实践考察发现，地方性知识包括家庭性别观念、社区

情理等都影响着农民对信贷项目的参与。⑥ 基于儿童发展账户的探索性研究也发现，以家庭为本

的介入能够更好地带动代际互动以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⑦ 从家庭关系网络的脉络来理解资

产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加关注相关政策与实践运用中的文化敏感性。
从政策发展的维度上看，资产社会政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但需要将救助保护与资产建设实现

整合，通过创新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可持续性。近年来，资产不平等及资产贫困问题引起较多关注。
多个数据来源的研究发现，全国财产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⑧，金融性资

本、住房等资产逐渐成为居民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构成，财产分配差距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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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危险因素①。西方的经验表明，再分配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资产不平等并不能起到充

分的调节作用，这需要出台或强化更多有利于资产发展的社会政策，如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力度; 完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 增强儿童津贴的普惠性等。我国

精准脱贫行动也应更加重视增进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积累，比如加强资产收益性扶贫的包容性，通

过集体土地分红、旅游开发、光伏发电等促进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的长期资产发展。但另一方面，资

产社会政策还需要与救助保护类政策更好地整合，“收入-资产”的二元划分并不能完全反映贫困

的动态变化特征。在生命历程的变迁过程中，收入支持和资产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边界。
收入支持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激励转化为促进个体与家庭发展的资产; 反过来，资产发展的能力和

资产拥有也可以使穷人获得更加长远稳定的社会保护。
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往往被作为一种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反贫困政

策工具，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政策创新，将既有的救助保护与资产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如从人生早期

阶段构建整合性的社会保护政策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强调反贫困应突破传统狭义的就业保障范畴，推动建立整合性的社会保护框架，以应对不确定性对

于脆弱人群如儿童、残疾人以及非正式劳动者等带来的贫困风险。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将收入

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资产建设等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社区储蓄等不同的手

段，促进贫困儿童的教育、家庭就业技能提升以及社区发展等。② 这些政策实践模式对于我国 2020
年之后的可持续反贫困也有积极的启示，面对日益复杂的风险社会，单一的反贫困社会保护项目往

往难以实现家庭及儿童的长期脱贫发展，收入保护与资产发展之间的整合十分必要。
资产建设不仅仅停留在政策视角的分析，也通过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推动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资产建设类的政策工具如儿童发展账户、个人发展账户、社区为本的资产发展、金融教育服务

等都很强调其实践中的模式总结，开发出适合社会工作者使用的工具指南。从过往的政策与服务

实践来看，有效的资产建设项目需要一个多方参与的、持续性的制度机制，需要政府、社区、社会组

织、金融机构以及贫困家庭等多方行动者的合作。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实践模式也有较大差异，

如儿童发展账户项目可能依托于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体系，也可能依托于民间性的社会组织、社区

基金会等“半正式化”平台。在华人文化地区的儿童发展账户实践中，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家庭为

本的服务介入方案。在日趋金融化的社会中，资产积累也与金融能力建设有紧密联系，如消除金融

排斥、提升金融知识和技能等促进实现贫困者的就业参与、子女教育等发展目标。贫困问题与经济

机会剥夺、金融能力缺乏等息息相关，社会工作在介入反贫困中需要触及服务对象的经济问题，这

也使得社会工作教育有必要纳入有关资产建设、金融能力及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近些年，我国社

会工作教育界积极地参与到国家脱贫攻坚的战略行动中，积累了许多有意义的反贫困实务经验，我

们也期待有更多基于实践证据的本土研究，以丰富资产建设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知识。

四、结 语

社会政策创新对于消减经济社会不平等、促进建立解决贫困问题的可持续性机制十分重要。
面临着全球日益凸显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社会政策应特别关注社会系统与个体风险相互交

织所带来的贫困分化后果。政策目标不仅需要回应现时的贫困救助与服务需求，还应聚焦于如何

提升个体家庭的发展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预防和应对生命历程发展中的贫困风险。我国改革以

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同时带来了更加异质化的个体生命历程特征，贫困发生的个体化、家庭化趋势日

益明显，这要求我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应更重视生命历程的视角，强化对于脆弱人群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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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凤、罗建东、路晓蒙、邓博夫、甘犁:《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管理世界》2016 年第 2 期; 魏万青、高
伟:《经济发展特征、住房不平等与生活机会》，《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A． Barrientos，“Social Protection and Pover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 20，Issue． 3，2011，pp． 240 － 249．



动态的、具有未来取向的社会保护。
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现了生命历程的取向，它强调资产是导致个体生命历程累积性分化的

重要力量。这里的资产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包含了制度性、发展性及可持续性等多重内涵，资产

积累的机会和能力并非是完全个体性的，而受到外部制度与政策环境的约束。资产社会政策因而

在预防和应对生命历程贫困风险中凸显其积极意义。然而，资产建设的相关实践还必须考虑到我

国社会转型以及制度文化情境的特殊性。一方面，加强对贫困及贫困边缘群体的救助保护仍然是

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民生纾困政策对于脆弱人群生活保

障有重要作用。但长期来看，政策干预还应当致力于脆弱人群的可持续经济赋能，包括加强对于就

业能力、住房拥有、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等的社会投资。具有累进性的财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遗产税等，也有利于贫困家庭的长期资产积累。通过创新性的政策设计，可以发挥短期与

长期的反贫困效果。在这一意义上，拓展传统社会救助政策的范畴，构建有利于资产建设的整合性

社会政策与服务体系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资产建设的政策实践还需要具有文化敏感性。在家

庭伦理关系脉络下，资产积累与家庭生命历程阶段的重要事件紧密联系，资产建设的干预需要更多

地考虑到代际互惠、家庭网络、社区支持等重要维度。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以及生命历程的变迁，西方福利国家以及社会政策都处于转型的重要节点，

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保护与社会团结中的作用引起广泛关切。从生命

历程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可能在生命不同发展阶段遭遇贫困风险，社会政策因而与所有社会成员

息息相关。资产建设并非是关于可见的资产本身，其实质意义上是促进可及、公正以及可持续的社

会政策体系，使得社会成员尤其是脆弱人群能够更好地抵御风险，增强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韧性，

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Poverty Ｒisk and Asset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Deng Suo

Abstract: China's anti-poverty strategy has increasingly been shifted from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
erty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It requir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e to the poverty risk in
the life course of vulnerable people，and strengthening dynamic poverty governance． The asset building
policy idea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 this regard． Asset building has institutional，developmental
and lifelong policy connotations，and is critical in building inclusive and life-course social protection．
China's dramatic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ha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fe course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Asset holding has become a critical mechanism leading to accumulated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text，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casted to the cultural sensitivity of
asset-based policy practices． Additionally，emphasis should also be placed on integration of income and
asset development policies，and enhanc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nti-poverty through innovative policy 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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